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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技术创新效率评价 

及影响因素分析 

胡立和 商勇 王欢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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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采用 2006-2016 年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随机前沿分析法(SFA)测算了长江经

济带 11 个省市的技术创新效率值,同时选取 7 个影响技术创新效率的环境变量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长江

经济带 11个省市的平均创新效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有待提高;上海的技术创新效率值排名第一,其

次是浙江;从东、中、西区域来看,呈现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特征,中部省市存在塌陷现象,技术创新效率

水平在区域平均值之下;劳动对技术创新效率的贡献比资本大;信贷市场发展程度与教育水平对技术创新效率存在

显著的正向作用,资本市场和对外开放水平与技术创新效率存在负相关关系,政府 R&D投入和 FDI对技术创新效率的

正向作用没有得到有效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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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区域创新能力是国家整体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

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016年 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是在新的

历史发展时期关于如何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纲领性文件。据 2016 年 10 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

力报告》显示,当前我国仍处于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化阶段。因此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新旧动能转换速度、建设创新

型国家,是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长江经济带作为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带,如何提高域内

技术创新效率和技术转化效率,推动域内技术创新协调发展,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创新战略目标的实现。 

近年来,随着创新不断超越其它要素,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关于技术创新效率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热点。从

已有的文献来看,关于技术创新效率研究的视角,国内外主要从区域、产业和企业三个层面展开研究。在区域层面,崔志新、陈耀

(2018)基于 DEA-BCC模型和 ML指数模型测算了京津冀和长三角区域技术协同创新效率[1]。在产业层面,郑秀娟(2018)采用改进后

的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对我国物流业发展效率进行比较[2];张江雪等(2012)运用四阶段的 DEA方法对我国 2009年各省份工业企业技

术创新效率进行实证研究[3];陈建丽等(2014)基于两阶段视角,采用 DEA-SBM 模型测度分析中国高技术产业 17 个细分行业

2002-2011 年间技术创新效率的变动趋势[4]。在微观企业层面,宋之杰、边鹏飞等(2019)基于三阶段 DEA 模型对河北省新经济上

市公司 2014-2017 年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实证研究[5];康年、顾倩雯(2019)基于三阶段 DEA 模型对 2012-2016 年间国家中心城市

72 家制造企业的创新活动进行评价和分析[6]。关于技术创新效率的测算方法,主要包括数据包络法(DEA)和随机前沿分析方法

(SFA)。数据包络法(DEA)是由 Charnes、Cooper等人在 1978年提出的,主要通过线性规划方法计算出生产的前沿面,适用于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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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和投入的生产效率评价,其中应用最多的模型包括 BCC和 CCR[7][8]。随机前沿分析法(SFA)是由 Aigner等在 1977年提出,主要

是通过构建前沿生产函数对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9]。肖文、林高榜(2014)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算了中国 36 个工业行

业的技术创新效率
[10]

。王萍萍、陈波(2019)构建了包含技术无效率项的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 66 家军民融合企业 2008-2016 年

的技术创新效率[11]。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SFA)对我国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了解长江经济

带沿线省市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水平,比较不同省市之间的效率差异,同时深入探讨外部环境变量与技术创新效率的相关关系,

旨在帮助政府及相关机构进一步了解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技术创新的现状,从而为促进长江经济带地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优化

创新资源配置,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证依据和理论基础。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SFA)和数据包络法(DEA)是较常见测算效率的两类方法,都是通过构造生产前沿面来确定技术效率。

SFA与 DEA方法相比具备以下优点:一是 SFA通过极大似然法估计出各个参数值后,进而用技术无效率项的期望条件作为技术效率

值,更适合大样本计算,且结果较为稳定,不易受异常点的影响;二是 SFA可以对模型本身进行检验,如随机前沿模型适用性、生产

函数的选择、是否具有时变性等;三是 SFA 不仅可以计算出样本中每个生产单元的技术效率水平,而且能够对形成各个单元技术

效率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而 DEA体现的是技术进步(退步)对效率变化的影响,忽略了不可控因素和统计误差对结果的影响。

因此,本文采用完整性和系统性更优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进行测算,依据 Battese和 Coelli提出的模型,选用对数型 C-D生

产函数建立如下随机前沿模型: 

lnYit=β0+βilnKit+βLlnLit+(νit-μit)(1) 

μit=δ0+δ1Depit+δ2Loait+δ3Stoit+δ4Openit+δ5FDIit+δ6Govit+δ7Eduit+ωit(2) 

ωit=νit-μit(3) 

TEit=exp(-μit)(4) 

式(1)中:Yit表示 i 省市第 t 年的技术创新产出,时间变量 t 表示技术变化,lnKit、lnLit分别代表 i 省市第 t 年 R&D 资本投入

和 R&D劳动投入对数。β0为截距项,βi为回归系数。νit是不可控的系统随机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μit是技术非效率项,服从

截尾正态分布,代表每个观测单元所在外部环境因素对其产出的影响,并且这些因素是可以改善的。 

式(2)(3)中:技术无效率项 μit 包括金融机构存款(Depit)、金融机构贷款(Loait)、股票市价总值(Stoit)、地区开放程度

(Openit)、外商直接投资(FDIit)、政府 R&D 支出(Govit)以及人力资本(Eduit)。δ0为常数项,δi为待估参数,表示各个影响因素对

效率值的影响系数,若 δi小于 0,说明该变量对创新效率有正向影响,反之,意味着变量对创新效率有负向影响。ωit为不可控的

系统随机误差项,如观测误差、天气、外汇汇率变动等,服从正态分布。 

式(4)(5)(6)中:TEit为第 i个省市第 t年的创新效率水平。γ为待估参数,σ2υυ2、σ2μμ2分别是技术无效率项和随机

误差项的方差,通过γ可以检验随机前沿函数是否有效,当γ越趋近于 1且显著时,说明实际产出与随机前沿产出的差距主要源

于技术无效率项,则 SFA 模型合理[12]。此外,还可以进一步通过单边似然比 LR 对 γ=0 的原假设进行检验,如果 LR 检验统计量大

于单边广义似然比检验的临界值,则拒绝零假设,说明模型有效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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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变量与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构建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的创新效率与其影响因素进行测度和分析,以下是模型中涉

及的相关变量及其定义。 

1.产出变量。 

随机前沿模型(SFA)反映的是单个产出和多个投入之间的的关系。本文测度各个省市的技术创新效率水平,即科技创新投入

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因此产出变量需要反映各个省市的技术创新产出水平。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技术转化和市场等因素,本文

选取各个省市每年的专利授权量作为产出变量。 

2.投入变量。 

多数研究在测度技术创新效率时选取 R&D人员全时当量和 R&D内部支出作为技术创新的投入变量,分别代表生产函数中的劳

动投入和物质资本投入。由于创新活动存在一定的时滞性,即产出不仅取决于当期的 R&D投入,还与往期的 R&D投入有关,如果仅

选取当期的 R&D 投入来测度技术创新效率,结果会存在较大偏差。因此本文借鉴吴延兵(2006)、陈诗一(2011)的做法,采用永续

盘存法测度各个省市每年的 R&D资本存量作为技术创新资本投入变量[14][15]。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7)(8)中:Kt、Kt-1代表各个省市第 t 期和第 t-1 期的 R&D 资本存量,Et为各个省市在 t 期的 R&D 经费支出,δ 表示折旧率,

本文借鉴大多数研究的做法,将 R&D 资本存量的折旧率设定为 15%。本文以 2009 年为基期,K0和 E0分别为基期 R&D 资本存量和基

期 R&D 经费支出。g表示各个省市每年 R&D实际支出的平均增长率,即 g=(Et−Et−1)/Et−1g=(Et-Et-1)/Et-1。在测度 R&D 实际

支出时,考虑到价格变动的影响,本文借鉴朱平芳(2003)构建的R&D支出价格指数(PI),即PI=0.55×居民消费价格指数+0.45×固

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然后对现价 R&D经费支出进行平减[16]。 

3.技术创新效率影响因素。 

一个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不仅取决于投入产出情况,还依赖于其他外部环境因素,例如该教育、政策制度、对外开放等。本

文基于以往相关文献及研究成果,进一步探讨金融发展程度、地区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政府 R&D经费支出以及人均受教育

年限等环境变量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变量定义如下。 

(1)金融发展程度(Fin)。 

稳定健康的金融市场不仅为地区和企业创新活动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还能引导市场资源流向抗风险能力和创新能力较高

的地区和企业,从而优化创新资源的配置。同时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深入能够产生较强的溢出效应,促进地区间的技术扩散。本文

通过信贷市场发展水平和资本市场发展水平代表各个省市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其中,信贷市场发展水平用各个省市银行等金融

机构的存贷款余额与 GDP的比值(Depit、Loait)表示。资本市场发展水平采用各个省市的股票市价总值与 GDP的比值(Stoit)表示。 

(2)地区开放程度(Open)。 

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外开放是一个地区引进和学习国外前沿技术,提升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而通过国际间的

经济贸易活动能够促进信息交流和技术转移。本文借鉴其他学者的做法,采用各个省市进出口总额与 GDP 的比值(Openit)来反映

其开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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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商直接投资(FDI)。 

当前,资源跨国流动是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FDI在带来创新资金的同时,还会通过技术扩散、人员流动、示范

效应和竞争效应等方式对本土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促进作用[18]。本文采用各个省市外商直接投资额与 GDP的比值(FDIit)表示,以

人民币对美元的当年平均汇率统一换算。 

(4)政府 R&D支出(Gov)。 

政府干预通过政策制定、公共财政等方式影响市场创新活动。古典经济理论认为,政府过度干预会产生寻租、垄断和阻碍资

源自由流动等弊端,不利于技术进步和市场健康发展。但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学术界又逐渐认识到,适度的政府干预有助于建立

规范的市场秩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本文通过各个省市地方政府 R&D支出与财政支出的比值(Govit)表示。 

(5)人力资本发展水平(Edu)。 

人才是技术创新的核心力量,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是影响技术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的发展水平又和地区的教育

程度紧密相关。因此,本文选取 6岁及以上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19]。 

以上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以及

《地方统计年鉴》。 

二、实证分析 

(一)模型估计结果 

1.长江经济带技术创新效率估计结果与分析利用 Frontier4.1 软件,使用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参数估计,估算结果如表 1 所

示。其中***、**、*分别表示变量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表 1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估计结果 

参数 系数 标准差 T值 

σ2 0.166 0.017 9.532*** 

γ 0.450 0.110 4.105
***
 

log函数值 -46.499
***
 

  

单边 LR检验 40.27586
***
 

  

 

从表 1可以看出,参数γ值为 0.450,γ的 T检验值为 4.105,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前沿生产函数的误差项中有将近 50%

的成分受技术无效率项影响,因此有必要应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进行分析。同时 LR为混合卡方分布的似然比检验统计量,自

由度为 9.532,表中 LR等于 40.276,大于 1%的临界值 27.133,说明 LR值通过单边 1%的检验,SFA模型设定合理。 

在表 1的基础上,以长江经济带 9省 2市为观测单元,进一步测度了各个省市的技术创新效率值,结果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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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的技术创新效率均值为 0.662,平均效率水平仍较低,具有较大的上升空间。上海的技

术创新效率均值为 0.896,在所有省市中排名第一。其次是浙江、重庆、江苏等省市。说明上海作为长江经济带流域的龙头城市,

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都处于领先地位,同时作为全国重要的经济、交通、科技和金融中心,其外部环境条件都有利于技术

创新的发展,技术创新效率也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同时从表 2 中也可以看出浙江的技术创新效率紧随上海之后,而江

苏同样作为长三角的重要省份,技术创新效率水平却低于上海、浙江两个省市。近年来,浙江各市县的新兴产业和技术发展势头

较猛,尤其是省会城市杭州,不仅大力发展旅游、电子等新兴产业,同时依托其区位优势和良好的发展政策,注重对高科技产业和

电子信息产业的扶持。而江苏除了苏州、南京、无锡之外,其他城市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并不突出。另外,重庆、贵州、四川

和云南 4个西部省市的技术创新效率在 0.6～0.8之间,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4个东部省份的技术创新效率最低,说明长江经

济带各个省市的技术创新效率差距较大,各个省市的技术创新能力发展水平尚不均衡。而按照东中西部区域划分来看,技术创新

效率呈现 U 型结构,存在中部塌陷现象。由于技术创新效率和能力受到内外环境的多重因素影响,部分省市的技术创新水平仍有

较大的提升空间。 

为了进一步比较技术创新效率随时间变化的情况,本文将常用的区域划分法,将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划分为东部(上海、江

苏、浙江),中部(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西部(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三个区域,并将长江经济带 2006-2016年的整体效

率均值和 3个区域的年均效率值用图 1呈现出来,以便探讨各个省市技术创新效率随时间而演变的规律。 

从图 1可以看出,无论是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的技术创新效率均值还是东、中、西部三个区域的技术创新效率均值,都基本

处于逐年上升的趋势。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江经济带区域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效率在不断提高。此外,中部区域的技术创新

效率均值低于 11个省市的效率均值,但是增长势头较好,这说明近年来中部区域与其他区域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表 2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 2006-2016年技术创新效率值 

省市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均值 

2006 0.784 0.327 0.703 0.282 0.276 0.340 0.406 0.657 0.353 0.431 0.447 0.455 

2007 0.666 0.377 0.688 0.284 0.295 0.347 0.366 0.607 0.336 0.464 0.423 0.441 

2008 0.880 0.427 0.754 0.297 0.322 0.387 0.360 0.595 0.430 0.503 0.428 0.489 

2009 0.916 0.612 0.892 0.413 0.371 0.441 0.385 0.745 0.619 0.531 0.598 0.593 

2010 0.937 0.718 0.903 0.497 0.436 0.543 0.463 0.856 0.780 0.654 0.723 0.683 

2011 0.933 0.767 0.901 0.692 0.463 0.488 0.438 0.862 0.731 0.651 0.696 0.693 

2012 0.944 0.819 0.930 0.734 0.577 0.547 0.483 0.876 0.813 0.763 0.744 0.748 

2013 0.963 0.792 0.931 0.749 0.656 0.591 0.515 0.892 0.828 0.827 0.772 0.774 

2014 0.931 0.725 0.916 0.749 0.731 0.552 0.529 0.878 0.821 0.863 0.789 0.771 

2015 0.950 0.737 0.910 0.790 0.837 0.627 0.581 0.904 0.869 0.898 0.822 0.812 

2016 0.954 0.738 0.908 0.824 0.873 0.678 0.611 0.910 0.863 0.887 0.832 0.825 

均值 0.896 0.640 0.858 0.574 0.531 0.504 0.467 0.798 0.677 0.679 0.661 0.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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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技术创新效率变化趋势图 

2.长江经济带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长江经济带技术创新效率值,探究外部环境因素与技术创新效率的相关关

系,其极大似然估计结果如表 3所示。 

从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和显著性来看,资本的产出弹性为 0.155,T 检验不显著,劳动的产出弹性为 1.016,T 检验在 1%的水

平下显著。说明在长江经济带区域的技术创新活动中,技术创新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都发挥了作用,但劳动的贡献程度明显大于

资本的贡献程度,该区域的技术创新产出增长主要得益于近年来从事创新活动人员的数量和质量在不断提高。 

从技术无效率项的情况来看,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市场发展对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尤其是贷款规模(Loa),T

检验值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金融机构通过贷款为企业等主体的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提

高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教育程度(Edu)系数为负,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随着区域内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提升,人才的储备量

和素质也在不断提高,各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技术活动从业人员在不断增加,从而对区域内技术创新效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另

外外商直接投资(FDI)和政府 R&D支出水平的系数为负,但是影响并不显著。资本市场发展程度(Sto)和地区开放水平(Open)对该

区域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果没有得到很好的验证。综上可知,该区域各个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动和成果转换效率更多地受到内部

资源和能力的影响,其他外部环境和相关经济活动并没有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产生较明显的溢出效应。目前我国各个高校和科

研机构开展创新项目、从事技术创新活动往往是独立进行的,没有与市场主体进行有效的交流与合作,取长补短,因而在技术创新

资源的获取和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方面存在不足。 

表 3环境变量对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估计结果 

参数 系数 标准差 T值 

β0 -3.535 0.732 -4.828
***
 

 
0.155 0.140 1.103 

 
1.016 0.183 5.541*** 

Dep -0.632 0.376 -1.678 

Loa -0.913 0.279 -3.273*** 

Sto 0.346 0.215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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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0.422 0.273 1.544 

FDI -0.291 1.034 -0.281 

Gov -1.122 1.208 -0.929 

Edu -0.268 0.089 -3.015**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长江经济带 9省 2市 2006-2016年的面板数据,在考虑了技术无效率项的情况下,采用随机前沿模型(SFA)测算长江

经济带沿线省市的技术创新效率。测算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整体技术创新水平在 2006-2009年间处于 0.4～0.6之间,2010-2016

年在 0.6～0.9 之间,与韩兆洲(2019)测算的全国技术创新效率均值相比
[22]
,2010-2016 年长江经济带整体技术创新值已略高于全

国平均值,说明近年来长江经济带技术创新水平有大幅提升。上海、浙江和重庆三省市的技术创新效率在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中

处于领先地位。中部四省的技术创新效率值低于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的平均技术创新效率,与东部沿海省市的技术创新发展尚

存在一定差距。从时间上看,长江经济带整体技术创新效率值和东、中、西部的技术创新效率值处于逐年上升趋势,且三大区域

间的效率差距在逐渐缩小。 

在对技术创新效率进行评价的同时,本文还对影响技术创新效率的相关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中信贷市

场的发展程度对区域技术创新效率有着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区域教育发展程度也与技术创新效率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另外,

对外开放水平(Open)和资本市场发展与技术创新效率存在负相关关系;政府资金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系数虽然为负,但其显著

性没有得到很好的验证。 

(二)政策建议 

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模型(SFA)得出的上述结论,本文给出如下建议。 

1.进一步强化人才在提升长江经济带区域技术创新效率和能力过程中的发展贡献,尤其要加大对从事科研事业和创新活动

的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和投入。 

考虑到各个省市之间的政策环境和经济实力存在一定差距,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能力不同,应充分发挥东部区域,尤其是上

海的引领、辐射和带头作用,建立有效的技术交流平台和人才共享机制,促进区域内各项技术要素自由流动,缓解欠发达省市的人

力资本约束问题。 

2.进一步发挥金融市场对提升技术创新效率的支撑作用。 

根据张薇薇、高帅雄(2018)关于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作用的综述,资本强度越高的地区和行业,其技术积累水平和技术含量

也越高,技术创新效率水平才会更高[20]。因此,必须解决区域内金融资源错配问题,推动金融集聚,为企业或其他科研主体开展创

新活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同时分担市场风险。 

3.更好地发挥政府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引导和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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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的目的在于把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从测算结果来看,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技术创新效率仍

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说明在创新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时并不完全有效,需要注重技术创新产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在政府

投入效果并不明显的情况下,需要政府转变职能,发挥更关键的引导和桥梁作用,协调好国家政策资源与企业创新动力和创新行

为的关系,搭建有效的沟通合作平台,推动市场主体与科研主体的协同创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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